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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1920年以来, 在中国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的黄土及河湖相地层分布区发现了大量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地点,
其中包括著名的泥河湾、水洞沟、萨拉乌苏、丁村、大荔、匼河-西侯度、庄浪、庆阳、三门峡、东秦岭地区以

及蓝田地区等. 在陕西蓝田的最新研究进展是运用第四纪地质学与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

方法, 以黄土-古土壤序列和高分辨率磁性地层年代框架为依据, 发现了公王岭遗址黄土地层的强烈侵蚀和多组地

层缺失, 确定了直立人头盖骨与伴生的古动物化石所埋藏的地层不是前人原确定的粉砂质黄土L15中部(年代为

1.15 Ma), 而是位于一个大侵蚀面之下的S22~S23古土壤混合层(年代为1.63 Ma). 同时, 在蓝田上陈一带发现了新

的出露良好的连续黄土-古土壤剖面(L5~L28), 并在早更新世S15~L28层段的17层黄土或古土壤层位中发现了原地

埋藏的数量不等的旧石器, 其年代为1.26~2.12 Ma. 研究结果使蓝田地区成为迄今所知非洲以外最古老的人类活动

地区之一,这不仅在人类起源和演化方面提出了新的科学思考,并拓展了“黄土石器工业”和“黄土地质考古带”的研

究方向, 提出了中国黄土高原高分辨率黄土-古土壤序列与多时期古人类活动序列关联研究的新设想.

关键词 黄土-古土壤序列, 古人类遗迹, 年代学, 黄土高原

全球变化的重点是研究地圈-生物圈的演化和相互

关系问题, “过去全球变化”是第四纪科学研究的最重

要的内容. “第四纪”, 过去称之为“人类纪”. 人类, 在第

四纪时期, 甚至从上新世以来, 已经成为了生物圈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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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子以至于逐渐成为主角. 因此, 人类起源及其演化

不仅是传统第四纪研究的关键内容之一, 也理所应当

是地圈-生物圈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
早期古人类“非洲起源”是国际主流观点. 非洲已

经发现最早的古人类(人属)化石和旧石器大约在距今

3.30~2.80 Ma; 在非洲以外, 亚洲西部格鲁吉亚共和国

德马尼西(Dmanisi)遗址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年代为

1.78~1.85 Ma, 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较为公认的非洲以

外最早的人属化石和人工制品(石器)证据[1]. 东南亚印

度尼西亚爪哇Sangi ran地区的直立人化石年代为

1.50~1.60 Ma, 我国北方河北省泥河湾盆地公认的旧石

器年代约1.66~1.70 Ma; 我国南方云南省元谋盆地的直

立人门牙和少量石器的地层年代为1.70 Ma; 而我国南

方还有其他一些石灰岩地区的溶洞堆积物中含有早期

人类活动的遗迹(人类化石牙或者旧石器), 其鉴定的年

龄多在距今2.0~2.5 Ma[2].
实际上, 在我国和其他大陆上, 发现古人类活动遗

迹的单个地点多数只包含有一个或者不超过5个文化

层, 这就限制了对古人类演化的古生态环境“连续性”
的观察和重塑. 如果能够找到一种包含众多的古人类

活动信息的连续地层序列的话, 就可能像以往基于古

生物演化来研究地圈与生物圈环境演化[3]那样, 取得

新的科学进展. 中国的黄土地层就是这样一种良好的

地质载体.
中国风成黄土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开始在

国际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 而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
纪初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 并陆续取得了众多成果. 以
刘东生为代表的中外学者取得的这些成果表明, 中国

黄土高原核心部位(“黄土塬”)拥有大约2.6 Ma以来完

整的第四纪黄土-古土壤序列, 它具有全球冰期-间冰期

多旋回古气候记录的完整性和年代序列的连续性[4~13].
随后, 据此提出的“古土壤断代法”对黄土高原及邻区

的地层、地貌、水系、新构造、古气候等地质事件的

演化序列及其旋回年代进行了厘定[14~17]. 尤其重要的

是, 刘东生[18]根据我国黄土地区旧石器研究现状并参

考了Ranov[19]在塔吉克斯坦黄土与旧石器研究的经验,
在20世纪末期提出了“黄土石器工业(Loess Lithic In-
dustry)”和“黄土地质考古带(Loessic Geoarchaeological
Belt)”的概念, 并明确指出: “黄土在中国保存有这样古

老而丰富的石器工业和人类遗迹. 现在我们通过高分

辨率的地层研究可以差不多和精确的现代科学方法一

样能够推算出他们制作的年代和存在的时间. 这在黄

土以外其他堆积像洞穴堆积和河湖相堆积中是很难做

到的”. 数十年来前人在黄土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黄土-
河湖相地层中已经发现了许多古人类遗迹和旧石器遗

址地点. 这就萌发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运用独一无二

的中国黄土连续序列的“地圈”优势, 去寻找“生物圈”古
人类活动的连续踪迹, 研究古气候古环境演化对古人

类生存环境的制约及其反馈等重大科学问题.

1 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前人研究基础

1.1 黄土高原研究基础

广义黄土高原包括宁夏、甘肃、陕西、山西及河

南5个省区的部分地段(图1). 自1920年法国学者桑志华

首次在甘肃省庆阳与华池之间的黄土地层中发现了原

生层位的3件石器以来, 学者们在黄土高原地区发现了

大量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地点. 其中, 比较重要的有宁夏

的同心、彭阳, 甘肃的临夏、庄浪、秦安、张家川、

环县、华池、庆阳、平凉、泾川、镇原, 陕西的长

武、乾县、大荔、蓝田、宜川, 山西的古交、吉县、

襄汾、沁水、垣曲、芮城, 河南的灵宝、陕县、三门

峡、渑池、洛宁、洛阳等地[20~37](图1).
在黄土高原, 发现旧石器的地点多分布于靠近东-

西两侧以及南部. 在高原腹地和主体部分, 多数地点位

于第二级河流阶地之处, 少数位于第三阶地上. 而从地

层层位来看, 多数是位于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 可
以分为4~5个阶段[22]. 赋存人类化石和石器的地层主要

是在河流阶地或河湖相地层中, 也有相当一部分位于

马兰黄土(L1)之中, 而少量位于离石黄土上部S1~S3层
位之中; 其年代多在数万年至30万年之间, 这对于现代

人起源的研究非常有利. 在陇东黄土塬区, 只有少数几

个地点被记录赋存于马兰黄土和二级阶地沉积物覆盖

之下的“红色土”(离石黄土或午城黄土)之中, 且被推测

为属于旧石器早期的产物, 例如甘肃镇原的姜家湾、

寺沟子[20]
、泾川的大岭上[22]等地. 然而遗憾的是, 对

这些“红色土”中的含石器层位到底是属于标准黄土-古
土壤地层层序的哪些层位, 却未能准确地调查、鉴别

和进行年代测定.
据目前所发表的资料来看, 在高原主要河流(例如

黄河、渭河、汾河、灞河、南洛河下游等)两岸的黄

土与河流阶地剖面上, 发现了中更新世至早更新世的

古人类活动遗迹. 汾河盆地的山西襄汾丁村遗址、洛

河下游的陕西大荔遗址等被测定为中更新世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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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 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地点不老于0.4 Ma, 相当于离

石黄土上部S4及其以上的层位[26~29]. 但是, 在原来“大
荔人”遗址河流阶地砂砾层侵蚀不整合面之下, 新发现

了更早的河湖相沉积物中也埋藏有旧石器, 推测为旧

石器早期的产物[26], 这一发现值得进一步工作来确认

这一古老层位的确切年代. 在灞河北岸的陕西蓝田陈

家窝遗址被测定为约0.65 Ma, 属于中更新世早期阶段

的离石黄土中部层位S6′[53]. 在黄河中下游北岸河南三

门峡, 旧石器埋藏于黄土层下的河流相砂砾层上部, 其
上覆的最底层黄土被界定为约0.8 Ma,故石器层年代为

0.9 Ma,相当于中更新世与早更新世之交的离石黄土中

下部层位[36]. 黄河中下游北岸的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

的旧石器埋藏于黄土层之下的河流相砂层中, 最近古

地磁测定为1.27 Ma[30 ] , 26Al/10Be法测定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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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黄土-河湖相地层中古人类活动遗迹分布地点示意图. 发现古人类遗迹的主要县(市)和重要地点: 黄土高原地区—1,
临夏[21]; 2, 同心[25]; 3, 环县[20]; 4, 华池[19,22]; 5, 彭阳[25,37]; 6, 镇原[20]; 7, 庆阳[20]; 8, 平凉[22]; 9, 泾川[22]; 10, 长武[22,27]; 11, 秦安[24]; 12, 庄浪[21,23]; 13,
张家川[23]; 14, 乾县[27]; 15, 古交[33]; 16, 宜川(壶口)[33]; 17, 吉县[33]; 18, 襄汾(丁村)[29,33]; 19, 沁水[33]; 20, 垣曲[33]; 21, 大荔[26~28]; 22, 芮城(匼河、西

侯度)[30~32]; 23, 陕县[34]; 24, 三门峡[36]; 25, 渑池[34]; 26, 洛阳[34]; 27, 灵宝[34]; 28, 洛宁[41,42]; 29, 蓝田(陈家窝、公王岭、上陈、甘裕等)[44~58]; 黄土

高原邻近地区—30, 灵武(水洞沟)[37]; 31, 乌审旗(萨拉乌苏)[38]; 32, 朔州(峙峪)[33]; 33, 许家窑(侯家窑)[39]; 34, 泥河湾(东谷坨、小长梁、马圈

沟)[39]; 35, 洛南[41,42]; 36, 卢氏[34,35,40]; 37, 商洛[41,42]; 38, 丹凤[41,42]; 39, 汉中[41,42]; 40, 安康[41,42]; 41, 郧县[43]

Figure 1 The sketch distribution map of hominin relic places found in loess-lake-river strata i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and its adjacent areas. Main
places of city (county) or site in which the hominin relics had been found: i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 1, Linxia[21]; 2, Tongxin[25]; 3, Huanxian[20]; 4,
Huachi[19,22]; 5, Pengyang[25,37]; 6, Zhenyuan[20]; 7, Qingyang[20]; 8, Pingliang[22]; 9, Jingchuan[22]; 10, Changwu[22,27]; 11, Qin’an[24]; 12, Zhuanglang[21,23];
13, Zhangjiachuan[23]; 14, Qianxian[27]; 15, Gujiao[33]; 16, Yichuan (Hukou)[33]; 17, Jixian[33]; 18, Xiangfen (Dingcun)[29,33]; 19, Qinshui[33]; 20,
Yuanqu[33]; 21, Dali[26−28]; 22, Ruicheng (Kehe, Xihoudu)[30−32]; 23, Shaanxian[34]; 24, Sanmenxia[36]; 25, Mianchi[34]; 26, Luoyang[34]; 27, Lingbao[34];
28, Luoning[41,42]; 29, Lantian (Chenjiawo, Gongwangling, Shangchen, Ganyu, et al.)[44−58]; in the adjacent areas of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 30,
Lingwu (Shuidonggou)[37]; 31, Wushenqi (Xarusgol)[38]; 32, Shuozhou (Zhiyu)[33]; 33, Xujiayao (Houjiayao)[39]; 34, Nihewan (Donggutuo,
Xiaochangliang, Majuangou)[39]; 35, Luonan[41,42]; 36, Lushi[34,35,40]; 37, Shangluo[41,42]; 38, Danfeng[41,42]; 39, Hanzhong[41,42]; 40, Ankang[41,42]; 41,
Yunxia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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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Ma[31], 属于早更新世晚期阶段的午城黄土上部层

位, 但上覆黄土的标准层序未见详细描述. 陕西蓝田公

王岭遗址和新发现的上陈地点的情况将后述.

1.2 黄土高原邻近地区研究基础

在黄土高原邻近地区, 与黄土-古土壤地层及相关

河湖相地层有关的重要古人类和旧石器地点主要有如

下一些地点.
黄土高原以北的黄土-沙漠边缘带的宁夏灵武水洞

沟遗址, 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遗址, 黄土高原东北面

桑干河盆地的山西朔州峙峪遗址、山西-河北交界处

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等, 这些地点主要位于河流阶地

沉积层以及河湖相地层中 , 其年代多小于 0 . 4
Ma[33,37~39](图1).

位于黄土高原东北缘之外的桑干河流域著名的泥

河湾盆地的旧石器基本上赋存于广义泥河湾组的河湖

相地层中. 在泥河湾遗址群, 泥河湾组之上在多个剖面

顶部可见覆盖有马兰黄土或者黄土状土, 最晚可达

26000 a, 而在若干剖面见有“水下黄土”, 最多可达17
层[39]. 盆地中有正式发表测年数据的早于1 Ma的旧石

器早期地点的年代约为1.0~1.7 Ma, 如上沙嘴、马圈

沟、小长梁、东谷坨、仙台、麻地沟、飞梁、半山、

大长梁、霍家地、秦家湾等; 部分地点的年代推测为

可能1.7~2.0 Ma, 如马圈沟沟底、黑土沟、大南沟等

地[39]. 马圈沟地段拥有8层旧石器文化层, 其中1~4层
(Ma~Md)年代约1.3~1.66 Ma, 而5~8层(Me~Mh)推测最

老年代为1.77 Ma; 在黑土沟、大南沟等地推测可能达

到2 Ma左右[39].
在黄土高原以南的旧石器发现地点有秦岭山脉的

山间盆地及河谷阶地中的陕西洛南、商洛、丹凤, 河

南卢氏; 在秦岭山脉与大巴山-武当山之间河谷中的有

陕西汉中、安康, 湖北郧县等[40~43](图1). 据研究[41,42],
该地区古人类活动主要有几个阶段: 1.2~0.6 Ma阶段,
主要以砾石砍砸器、石核、石片和简单修理的石片工

具为主,属旧大陆模式I石器工业范畴,如洛南上白川和

刘湾、卢氏乔家窑、汉中龙岗寺和窑厂湾、安康关庙

(吴台村)以及郧县人等旷野旧石器遗址下部文化层;
0.4~0.25 Ma阶段, 主要以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状

器、雕刻器等小型石片工具为主, 如洛南花石浪龙牙

洞等; 250~50 ka阶段, 出现了大量模式Ⅱ(阿舍利类型)
石器工业遗存, 两面修理的手斧、手镐和薄刃斧等工

具普遍可见, 如洛南张豁口、郭塬和槐树坪、汉中何

家梁等地; 晚更新世晚期与全新世初期阶段, 可能存在

小石片石器工业类型. 这些石器主要赋存在第二~五级

阶地河流阶地沉积物中, 上覆黄土从L1~L15, 年代大约

1.20~0.05 Ma. 其中, 南洛河流域以及丹江上游盆地的

阶地以黄土-河湖相沉积为主, 而汉水及其支流盆地阶

地则存在黄土与红土以及河流沉积物的交替叠置. 在

郧县一带, 这里主要发育了早-中更新世的亚热带红

土[43]以及黄土与红土及河湖相沉积交替层, 含有“郧县

人”化石和石器的层位主要是河流阶地沉积物以及河

湖相地层, 其最主要的层位是在古地磁年表的Jaramillo
亚极性时磁性层附近, 年代大约1 Ma.

1.3 陕西省蓝田地区研究基础

陕西蓝田地区位于黄土高原南缘, 秦岭北麓. 20世
纪60年代,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主持有11个单位参加的蓝田地区新生代地层古生物综

合考察取得了大量新成果[44~49], 建立了晚新生代地层

序列, 找到了大量古生物化石. 最重要的是在黄土地层

中发现了两处古人类化石遗址: 陈家窝(下颌骨)和公王

岭(头盖骨), 此外, 还发现了多处旧石器地点. 由于在当

时, 黄土序列的详细分层和年代框架尚未建立, 且定年

技术有限, 公王岭头盖骨的地质时代被定为中更新世

早期或者早更新世晚期, 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时代

相近; 而陈家窝则与北京周口店猿人年代相当或者稍

微早一点; 而对于旧石器地点的地质时代则只有归属

于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的阐述. 稍晚, 在蓝田锡水洞又

发现了更新世早-中期洞穴堆积物中的石器[50]. 20世纪

70年代后期, 马醒华等人[51]和程国良等人[52]首次使用

古地磁方法对蓝田两处猿人遗址的黄土地层进行了定

年, 第一次给出了大约距今0.5~1.0 Ma的具体年代数

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An和Ho等人[53]首次使用新

的古地磁测年技术与黄土-古土壤标准剖面对比的方

法, 确定了陈家窝遗址年代为距今0.65 Ma、公王岭遗

址年代为1.15 Ma的新年龄, 并认为公王岭化石层位于

第15层粉砂质黄土层(L15)的中部. 自那以后, 对蓝田古

人类活动遗迹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基本停滞了, 而许多

国家级和部委级的有关古人类的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也

基本没有涉及蓝田地区. 自2009年以来, 王社江、鹿化

煜等对蓝田灞河沿岸第一、第二和高阶地黄土-古土

壤序列中的石器进行了调查研究, 在中更新世晚期(离
石黄土上部)至晚更新世(马兰黄土)的S4~L1层位中发

现了石器, 年龄为0.43~0.03 Ma[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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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蓝田盆地新的调查和发现

2.1 基本调查和研究方法

一些研究者以往曾经对公王岭化石层的沉积特

征、层位、动物群所代表的古气候特征以至于其年代

产生过疑惑 [ 1 4 , 1 6 , 5 6 ] . 在新的研究思路指导下 , 自

2001~2018年近18年间,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以及国内外多家单位在蓝田地

区进行了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 其中主要是古人类遗

迹所赋存的地层学和年代学工作. 首要的工作是详细

的野外调查, 从秦岭山前到灞河两岸调查和测量了20
多个黄土剖面, 高分辨率(采样间距2~10 cm)采集了近

万组各类地质样品. 通过野外综合地层学、土壤地层

学、地貌学和沉积学的调查、测量、对比和划分, 尤

其是黄土和古土壤标志层(其中包括L1, S2, S5, L9,
L15和L24~L25等)的鉴别和顺层追踪, 确定了蓝田黄土

地层剖面序列与标准黄土剖面基本一致. 运用化学成

分分析、粒度分析和矿物分析, 证明蓝田黄土同样属

于典型风成黄土的成因类型. 测试了各种岩石磁学参

数, 佐证了野外地层剖面划分的准确性, 确认了蓝田黄

土的磁性矿物种类和特征, 证明了磁性方向的稳定性

以及运用古地磁测年方法的可行性和适用性. 以系统

热退磁方法为主测量了样品的磁极性, 确认古地磁测

年数据的可靠性、精确性和准确性. 由此, 建立了蓝田

黄土-古土壤的地层序列和古地磁年代序列. 与此同时,
在剖面调查、古地磁采样以及局部地质探槽挖掘等过

程中, 发现和寻找到数百件石器. 对地表发现的石器,
严格标记和记录为地表样品. 对于剖面原生层位中原

地埋藏的石器, 发现之后立即编号, 对宏观地形地貌和

地层层位进行观察和拍照, 判定其所处的黄土或古土

壤的层位, 测量其经纬度和高度以及层位中的相对位

置; 继而逐步挖开土层揭露石器整体, 并相应留住其所

在的土柱; 最后再统一将某个地段的石器全部取出并

包装, 同时在一些重要层位的石器发现和取出过程中

予以录像 . 若干伴生的古动物化石的采样过程同

上[57,58].

2.2 秦岭山前黄土-古土壤序列侵蚀面的发现与
公王岭遗址新定年

蓝田公王岭猿人遗址海拔约728 m, 位于秦岭山脉

北麓灞河南岸的黄土台地, 高于现代河床80 m. 以往确

定的公王岭直立人头盖骨赋存层位为L15中部(年代

1.15 Ma)[53], 而2001~2014年新的研究将其重新确定为

位于古土壤S22~S23层, 年代1.63 Ma. 主要依据是[57]:
(1) 确定了含化石层位并不是位于第15层粉砂质

黄土(L15)的中部, 而是一种原始暴露的被侵蚀的古地

面. 根据公王岭遗址的“新生代地层剖面保护厅”地层

结构, 沿相同层位水平追索, 在围墙外约20 m发现同一

层化石层. 化石层呈近似椭圆锥形坑状, 含有钙结核条

带和钙结核块体、红色土壤条带和土壤团块以及断断

续续的层理构造; 在钙结核和古土壤中均找到了大型

哺乳动物化石牙和骨头, 化石都十分破碎、糟朽和酥

松, 风化程度很深, 有时沿着不清楚的层理面散布; 而

在化石坑以外的层位中极少见到完整化石. 这些特征

与1964年原始发掘所描述的完全相同: “化石层无论是

在平面上还是剖面上都是一窝一窝的, 都是一些水平

位置相近、但却互不连接的化石坑, 厚度变化大, 沉积

物、钙结核与化石混杂, 并有近源移动和流水作用的

痕迹”[44,46]. 这些现象表明: 含化石的层位是一种在坑

坑洼洼的古侵蚀地面上形成的受地表片流作用参与的

快速和近距离的再次堆积, 不是典型的风成或河流堆

积. 在黄土高原的众多剖面中, 从来也没有人报道过在

典型的L15粉砂质黄土层中含有这种夹层或者剥蚀面.
再者, 公王岭哺乳动物群所具有的“强烈的南方动物群

色彩”[44]和拥有较多森林动物所代表的生态环境也与

L15所代表的极端干冷的气候环境完全不相吻合.
(2) 秦岭山前存在黄土地层的侵蚀和地层缺失. 从

秦岭山边到灞河南岸的十几个实测地层剖面组成的纵

剖面测量发现: 粉砂质黄土L15(离石黄土底部)及其以

上的层位是基本连续、完整的, 不存在地层缺失; 公王

岭剖面底部的砂质黄土-砂砾层层位稳定, 它们与上覆

的午城黄土之间在沉积特征上是渐变过渡的, 即两者

间没有发现明显的侵蚀作用和地层缺失; L15与底部砂

质黄土之间的黄土-古土壤组合数目从山前到河岸递

增, 其层数从0~2, 再到3, 最后到4层. 按照构造地质

学、地貌学和沉积学的基本原理, 这种有规律变化的

现象表明在L15之下确实存在一个显著的侵蚀面. 侵蚀

面的形成是与秦岭山前构造活动并叠加气候变化和斜

坡水流作用所致[14,16].
(3) 公王岭剖面存在地层缺失. 在公王岭地点的古

地磁采样分为两大剖面. 1号地点剖面(GWL-1), 恰好位

于公王岭头盖骨发掘出土之处, 即保护厅水泥墙外侧,
再与化石坑剖面相接, 两者间有相同层位的重叠. 2号

评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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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剖面(GWL-2)位于遗址以东约450 m的万金沟, 其

与公王岭遗址同属于“公王岭”山梁被切割的不同沟谷,
地层出露较好, 包括标志层S2直至底部砾石层之上的

层位, 其L9以下与公王岭遗址完全一致. 高分辨率古地

磁采样和测量结果表明, 上部地层中的B/M界线和Jara-
millo亚极性时界线以及L15层位的位置与前人测量的

结果[53]基本一致, 但新发现了3个正极性磁性层: L15中
的Cobb Mt.正极性漂移, 化石层顶部的Gilsa正极性漂

移, 剖面近底部的Olduvai正极性亚时. 根据标准黄土

剖面的结构, L15之下至Olduvai极性层之间应当有10
个黄土-古土壤组合层(S15~L25), 然而在遗址剖面

(GWL-1)却只有2~3个组合层. 显然, 这里缺失了7~8层
黄土-古土壤组合. 根据构造地质学及地貌学原理和上

述第2点证据, L15之下存在侵蚀面, 而记录了Olduvai
极性层的黄土-古土壤组合(L25/S25)与其上覆的两层

黄土-古土壤组合之间未见沉积间断, 因此, L15底部侵

蚀面之下的层位就应该是从L25向上数两层组合, 即

S23~S22的混合层(由锥形化石坑层组成)(图2).
(4) 公王岭直立人化石层位于古地磁Gilsa正极性

漂移之下. 再一个证据是, 在L15中检测到一个短暂的

正极性漂移, 应为Cobb Mt., 而化石层位于Olduvai极性

层顶部(年代为1.78 Ma)之上约5 m, 又恰恰位于Gilsa正
极性漂移之下. 不同的文献对Gilsa的年代有不同的界

定, 一般在1.68~1.57 Ma之间, 若取平均值约为1.62
Ma. 因此, 公王岭化石层年代应当约为1.63 Ma比较合

理, 这也与S23的年代[10]相对应.
(5) 贾村剖面佐证了公王岭遗址的层位和年代. 20

世纪60年代的研究发现, 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只有一个

地点的早更新世动物群组合与公王岭遗址相似, 含有

显著的南方动物群色彩, 这就是贾村地点[44]. 贾村位于

公王岭北面约9 km处的涝池河地带, 经与原始发掘剖

面[49]对比以及新的实地调查和古地磁定年证明, 该剖

面拥有完整的黄土-古土壤序列, 其间没有任何地层缺

失, 磁性地层界线与典型黄土剖面相同, 而其与公王岭

相似的古动物化石层的层位正是S22~S23古土壤层, 并
且同样位于Gilsa磁性层之下和Olduvai磁性层之上.

因此, 上述5方面证据说明公王岭直立人头盖骨及

其伴生的动物群化石不是产于过去所认为的“下粉砂

黄土层”(L15)之中, 而是赋存于L15之下的一个起伏不

平的大侵蚀面之下的混合古土壤层位 , 相当于

S22~S23; 其位于Gilsa磁性层(1.62 Ma)之下, 年龄应当

为1.63 Ma, 而不是过去认为的1.15 Ma. 这一重新定年

结果就与当年原始发掘的地层结构、古生物特征、古

气候条件、头盖骨测量特征以及年代学的规律基本符

合了. 近两年其他学者发表的对公王岭遗址宇成核素

定年以及公王岭头盖骨精细结构的测量也支持了这一

新的定年结果[59,60].

2.3 灞河北岸连续黄土-古土壤序列与上陈旧石器
地点新发现

上陈剖面隶属蓝田县玉山镇上陈村委管辖, 位于

灞河北岸受侵蚀的黄土塬(横岭塬), 距公王岭遗址

4~4.5 km, 剖面最高点海拔约890 m. 2007年首次由科

研人员独立发现了这一新的剖面, 至2018年经十多年

的研究, 在20多个黄土或古土壤层位中发现了原地埋

藏的旧石器, 最古老石器层位为L28, 年代约2.12 Ma[58].
(1) 发现并建立了新的连续黄土-古土壤序列及其

年代序列. 上陈黄土剖面主要是由两大剖面组成: 一是

北沟主剖面, 二是东侧主剖面. 北沟剖面是一条连续的

大冲沟剖面, 从分水岭(剖面顶部, 海拔约890 m)的沟头

往下游的沟口(海拔约820 m)全部都是被冲刷裸露的黄

土“基岩”露头, 呈现了红黄相间的壮观景象. 这种剖面

实不多见. 由于朔源侵蚀的原因, 冲沟的沟底切割到不

同的层位, 因而, 综合剖面是分为4段(次级剖面I~IV)来
测量和采样的. 次级剖面是根据标志层和古地磁测量

的磁性界限来有效连接的. 由于露头好、标志层(如S5,
L9, L15和L24~L25等)出露非常清晰, 任何调查者都可

以轻易地不会犯错地追踪它们而将其相连起来. 剖面

从L5~L28是完全连续的. 顶部L5以上的层位被侵蚀了,
底部被后期厚层的新沉积物或者农田耕地覆盖而未见

底. 东侧主剖面(KW剖面)在北沟主剖面的东偏北方向

约600 m, 是在与北沟剖面同一个黄土小山包的另一

侧, 其海拔约800~760 m, 经标志层顺层追踪测量以及

土壤地层鉴别, 这里发育的地层为L25~L28. 北沟主剖

面古地磁界线与典型黄土剖面完全一致, 其下部至底

部(从S24~L28)检测到Olduvai磁性层(1.95~1.78 Ma)和
Réunion磁性层(2.13~2.15 Ma). 东侧主剖面同样检测

到Olduvai磁性层和Réunion磁性层. 因此, 黄土剖面标

志层以及地磁极性变化的证据证明这两个主剖面的对

接也是完全正确和准确的. 上陈剖面的年代地层序列

是根据高分辨率磁性地层结果建立的.
(2) 新发现了20多层旧石器层. 这是前人从来没有

发现的. 在文献[58]中仅详细报道了第四纪早更新世时

期S15以下的午城黄土17个原生层位中的96件石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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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发现的石器完全不在讨论之列. 最老的石器位于古

地磁Olduvai磁性层底部(1.95 Ma)以下3.95 m以及Réu-
nion正极性漂移顶部(2.13 Ma)之上约0.69 m处, 因此其

年代应当约为2.12 Ma, 与黄土L28层位年代[10]相当. 其
他含石器层的年代可以对照古地磁各个界线层以及

“中国黄土粒度年代标尺”(Chiloparts)[10]来确定. 上陈剖

面所在的沟谷没有下切到基岩岩石, 剖面全部由粒度

为几十微米的风成粉尘所组成; 附近没有冲积、洪

积、湖积成因的砂砾石层夹层; 远处的河流及其各级

阶地的海拔均低于上陈剖面; 周边山体(秦岭、华山、

骊山)距离较远(5~20 km), 其间有千沟万壑; 因此, 各

个时代的冲洪积相砂砾石和岩块状坡积物不可能混进

黄土剖面中. 层位中的石器分布极为分散, 多数相距较

远, 而且还出现在这么多的层位里. 因此, 上陈黄土和

古土壤中的几厘米至几十厘米的石头不可能是那些自

然作用带来的, 何况这些石头还拥有明显的各个方向

的“缺口”, 其断面均比它们的原料(如卵石、石块)的原

始表面更为新鲜, 边缘锋利未经磨损, 显示各种形态.
这些石头都经过了多位研究团队内外古人类学家和旧

石器考古学家的仔细观察和严格鉴定, 确定为人工制

品无疑. 上述17层原生层位中含有96件旧石器, 包括石

核、石片、刮削器、钻孔器、尖状器、石锤等(图3),
在某些层位还伴随有哺乳动物化石残骸.

(3) 石器多数赋存于古土壤之中. 新的调查总计发

现了300多件石器, 但在上陈剖面原生层位中仅发现

100多件. 目前所发现并报道的96件石器尽管数量有

限, 其发现的几率也是随机性的, 但看起来多数石器分

布于代表温暖湿润古气候的古土壤层中(共80件石器

发现于11层古土壤中, 包括: S15, S16, S18~S24, S26和
S27), 而少量分布于代表寒冷干燥古气候的黄土层中

(共16件石器发现于6个黄土层中, 包括L17, L21, L22,
L25, L27和L28). 这是否说明了古气候环境对古人类生

存的制约? 此外, 上陈地带古人类活动在早更新世的

2.12~1.26 Ma约86万年间反复出现, 他们是否是连续的

存在? 这些问题尚待更多材料的发现才能得出合理的

结论.
(4) 建立一个黄土-古土壤-旧石器层序列框架. 在

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带发现有近20层的不同年代的旧石

器, 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根据蓝田地区最新发现, 结

合以往工作的结果, 可以建立起一个黄土-古土壤-旧石

器层序列的框架, 这个序列具有明确的年代标定, 并可

以有明确的气候环境界定.

3 讨论与展望

3.1 新的发现和进展的意义

(1) 以往在我国南方元谋发现的1.7 Ma的两颗门牙

很难界定其古人类类型的归属; 在我国北方泥河湾发

现的1.66~1.7 Ma的旧石器, 也未能指示是什么类型的

古人类制造和使用了它们; 而原测年为1.15 Ma的公王

岭头盖骨已经是我国乃至东亚最古老的古人类头盖骨

了; 由此, 以至于国际上一些学者总是质疑直立人是否

在1 Ma之前到达过中国乃至东亚. 现在, 公王岭直立人

头盖骨的年代从原来的1.15 Ma被重新定年推前至1.63
Ma, 使其成为迄今所知东亚年龄最古老、非洲以外年

龄第二古老的早期古人类头盖骨化石, 仅次于格鲁吉

亚的德马尼西1.78 Ma的直立人. 这一新发现可以使泥

河湾石器找到了潜在的主人, 佐证了元谋人的时代, 也
说明了至少在1.6 Ma以前直立人已经出现在(或到达)
中国和东亚大陆[2]. 此外, 这一进展也间接解答了古人

类学研究中的疑惑: 公王岭头盖骨特征的原始性与湖

北郧县人头盖骨特征的进步性差异非常明显, 而原来

认为两者年龄相近(公王岭人1.15 Ma, 郧县人约1.0
Ma), 这在古人类体质上的演化是难以解释的, 而现在

问题则迎刃而解了.
(2) 新发现的上陈旧石器地点的年代为2.12 Ma, 比

德马尼西1.85 Ma的旧石器还要老27万年, 成为非洲以

外最古老的旧石器地点之一. 由于上陈旧石器地点的

石器以近20层的原生层位赋存于连续发育的黄土-古
土壤地层中, 其年代可靠性高, 故而得到国际上广泛认

可. 这将成为我国乃至非洲以外早期古人类活动遗址

的一个新的地标. 然而, 上陈最古老的约2.0~2.1 Ma石
器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传统认识的直立人年龄 (约
1.8~1.9 Ma)界限, 属于能人阶段或者南方古猿阶段. 那
么, 是什么类型的古人类制造和使用了它们? 到底是

“能人也走出了非洲”? 还是直立人的年龄下限需要重

新认识? 或是早期古人类“走出亚洲”? “多点起源”? 由

于还没有找到相近年代的古人类化石, 这些问题尚且

存疑.
(3) 这些研究成果将使科学家们重新考虑早期古

人类起源、演化和迁徙、扩散等重大科学问题. 同时,
在一个狭小的地段发现连续黄土剖面中含有20多层旧

石器层是世界罕见的. 这是在“黄土地质考古带”研究

方面的新发现和新进展, 也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的中国黄土研究增添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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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展望和期待

(1) 中国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的黄土与古人类活

动遗迹的研究数十年来获取了丰富的成果, 但真正在

黄土高原地区发育良好的完整的黄土-古土壤剖面投

入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很少, 多数工作集中于已知的一

些著名的遗址(群), 尤其是河湖相地层、河流阶地沉积

以及洞穴堆积的地点, 以至于过去有重大发现的黄土

地区(例如蓝田地区)反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21世纪

以来新的发现和工作进展再一次证明了黄土高原的连

续黄土-古土壤序列对于古人类遗迹研究的重要性以

及不可替代性. 因此, 盼望相关研究者们多多关注黄土

高原地区, 例如, 蓝田及其邻近地区. 在这些地区, 期望

寻找到更加古老的人类活动遗迹, 其中更重要的是, 期
望寻找到相近年代的古人类化石遗骸.

(2) 在黄土高原腹地, 例如陕北、陇东、晋中等地,
过去也发现了众多古人类活动遗迹地点(图1及本文参

考文献), 但多数是在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黄土与

河湖相沉积物中发现的, 其年代多数不老于0.5 Ma. 少
数在“红色土”(实际上是中更新世至早更新世的离石黄

图 3 陕西蓝田上陈地点黄土原生地层中发现的部分石器. 比例尺黑白间隔为1 cm
Figure 3 Selected a part of artifacts found in loess strats in situ at the Shangchen site, Lantian area, Shaanxi Province of North China. In the scale,
each division represents 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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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或者午城黄土)中发现的, 但其多数没有确切的黄土-
古土壤序列地层单元界定以及实际的年代数据测定,
因此, 留下很大的研究空间. 因为在这些地区, 多数的

黄土剖面可以发育到1.8~2.6 Ma, 而后期的河湖相阶地

可以切割不同的黄土层位, 甚至切割到上新世红黏土.
因此, 对于那些被描述为“埋藏在红色土中”的人类活

动遗迹材料(化石、旧石器等)特别丰富或者有重要研

究价值的地点, 建议给予高度重视, 需要对这些地点进

行重点的黄土地层层序和年代学研究.
(3) 在黄土高原邻近地区, 尤其是秦岭-大巴山-武

当山山脉及其河谷盆地一带, 这里在气候带上属于北

亚热带, 靠近秦岭南坡的黄土也比较发育, 但向南至

大巴山、向东至武当山一带, 却是黄土与红土以及河

流沉积相互交织发育的地带, 与黄土高原相比较, 这

里的层状地貌和地层层序的确定以及年代的测定都较

为复杂. 根据这一地带已发现的大量旧石器地点, 初步

建立了秦岭地区旧石器演化序列与山地黄土-河流阶

地演化序列的关系[41,42]. 从目前所发表的资料来看, 最
早的有确切年代数据的旧石器赋存的地貌是第五级阶

地 , 沉积物相当于黄土的S8~L15层位 , 年代约为

0.8~1.2 Ma[41,42]. 然而, 这些地区还发育了第六级阶地

或更高的阶地, 研究者也已经发现了一些旧石器的线

索. 因此, 建议在这些地区加强高阶地黄土-古土壤层

位的调查和年代测定, 加强黄土、红土、河湖相沉积

物相互关系及其年代的研究. 鉴于邻近地区洞穴堆积

物之中的早期古人类活动已有记录, 建议同时加强洞

穴堆积与洞外旷野堆积的相关关系及其年代学研究.
因此, 相信这一带能够寻找到早于1.2 Ma的古人类遗

迹记录.
(4) 古人类研究与第四纪地质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早期古人类和旧石器早期阶段

的研究更加离不开第四纪地层乃至晚第三纪地层的研

究. 因此, 加强第四纪研究者与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研

究者的密切联系, 是大势所趋, 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
秦岭山脉地区和蓝田黄土高原地区新的发现对黄

土-古土壤地层序列与古人类演化理论提供了新的证

据. 在此, 一个“高分辨率黄土-古土壤-古人类活动序

列”的新概念被初步提出来了, 其目标是期望真正地开

展和充分拓展“黄土石器工业”和“黄土地质考古带”这
一研究方向, 将中国黄土高原的黄土研究与古人类活

动遗迹研究相结合, 对古人类演化及其与生存环境关

联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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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hominin sites have been found since 1920 i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and its adjacent areas, such as Nihewan, Shuidonggou,
Dingcun, Dali, Kehe, Xihoudu, east Qinling Mts. and Lantian. Recently two very important investigations of hominin occupation i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have caused a huge impact in the world.
The Homo erectus cranium from Gongwangling, Lanti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of China is the oldest fossil hominin specimen in

North China. It was found in 1964 in a layer below the Jaramillo subchron and was initially attributed to loess L15 in the Chinese loess-
paleosol sequence, with an estimated age of ca. 1.15 Ma (millions of years ago). Here, we demonstrate that there is a stratigraphical hiatus
in the Gongwangling section immediately below loess L15, and the cranium in fact lies in paleosol (S) S22 or S23, the age of which is ca.
1.54~1.65 Ma. High-resolution paleomagnetic investigations at two sections at Gongwangling and one at Jiacun, 10 km to the north,
indicate that the fossil layer at Gongwangling and a similar fossil horizon at Jiacun were deposited immediately before a short normal
magnetozone above the Olduvai subchron,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Gilsa excursion and dated elsewhere to ca. 1.62 Ma. Our
investigations thus demonstrate that the Gongwangling cranium is slightly older than ca. 1.62 Ma, probably ca. 1.63 Ma, and significantly
older than previously supposed. This re-dating nowmakes Gongwangling the second oldest site outside Africa (after Dmanisi in Georgia)
with cranial remains, and causes substantial re-adjustment in the early fossil hominin record in Eurasia.
At the same time, the earliest hominin evidence outside Africa came from our newly found 2.12-million-year old stone tools, which

were found at Shangchen, a paleolithic locality, in Lantian County i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The loess-
paleosol sequence and magnetostratigraphy were established by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including marker layers, sedimentology,
mineralogy, geochemistry, paleomagnetism and rock magnetism. The stone artefacts (including cores, flakes, scrapers, points, borers,
hammerstones and picks) from the Shangchen locality were found in a successive loess-paleosol section, and 17 stone artefact horizons of
early Pleistocene strata (1.26–2.12 Ma) were used to establish the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loess-paleosol-paleolithic culture
sequence during the early Pleistocene. The artefact-bearing layers were dated by linking the geomagnetic polarity variations changes in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The oldest artefacts (2.12 Ma) found within L28 layer between the Olduvai subchron and the Réunion
excursion are ca. 270 thousand years older than the 1.85-million-year old skeletal remains and stone tools from Dmanisi, Georgia, which
were previously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hominin outside Africa. Because no skeletal remains were found with the stone tools from
Shangchen, we do not know who made them, but it is likely to be an early form of our own genus Homo.
Moreover, the length of our artefact sequence with17 stone cultural horizons (probably with a high average occupation of ~ 50 ka)

found in the same locality – is very rare world-wide, and indicates a repeated – but not necessarily continuous – hominin occupation of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for almost a million years between 1.26 and 2.12 Ma. Most occupations occurred in the paleosol layers (11 layers
of total 17 layers) which indicate a kind of warm-wet climate.
This breakthrough expands the “Loess lithic industry” and the “Loessic Geoarchaeological Belt” direction of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ly-leading Chinese loess-paleosol sequence, and prompts reconsideration on the pattern of early human’s origin, migration
and dispersal.

loess-paleosol sequence, hominin relics, geochronology, Chinese Loess Plateau

doi: 10.1360/TB-2019-0042

评 述

2653

https://doi.org/10.1360/TB-2019-0042

